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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餐厅里的入党仪式

11岁时杨奇辍学从家乡到
了香港。不久后，贫病破产的
父亲去世，他只得以一个少年
店员的寒微身份走上社会。日
日在堆满绫罗绸缎的柜台上，
为生活富裕的人服务，他谋生，
也认识世界：“原来人的命运如
此天差地别！”

工余，天性好学的杨奇则
千方百计地守住一盏自学的夜
灯。他最初的起点就是一张张
散落的报纸，《大公报》、《星岛
日报》、《立报》一一走进视野
……渐渐地，杨奇不满足于仅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了，他开始
向报刊投稿，向往那个书香油
墨飘逸的世界。1940年，他考
取了中国新闻学院，经由这所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
会的进步人士主办的学校，半
工半读走进了新闻的场域。

很快，杨奇加入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
通讯部 (简称“文通”)，并刻苦
地练习写作，文学才能有了长
足进步，还与几位同道创办了
一本进步刊物《文艺青年》，不
到一个月就征集了 1000 多订
户。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杨奇除了在刊物中积极参与文
艺论争、鼓励青年投身进步之
外，还从《解放》杂志上誊抄揭
露新四军被包围真相的电文，

秘密油印，并只身到香港中环
一带去分发。

杨奇日益感受到手中这些
文字的力量，但同时危险也在
迫近。港英政治部遣人追查，
便衣警探已经寻到了杨奇就职
的地方……但此时的他，已更
早一步寻到了心中的明灯——
1941年 3月 12日，杨奇在一家
茶餐厅的厢座内，正式宣誓加
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那特殊
的现场，需要不时回避侍者的
关注，更无法悬挂党旗，但这郑
重的誓言点亮了他的一生：“为
了全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
业，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直
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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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先生的话激励我一生”

1978 年，杨奇第三度到
香 港 工 作 。 1982 年 7 月 下
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
蒋经国，从幼时相识的家国
情怀与凛然正义出发，促请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任新
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部长的
杨奇接到指示，设法将此信
由可以进入台湾的报纸刊
发，让台湾民众皆知。

《星 岛 日 报》《华 侨 日
报》是当时能够进入台湾的
四份香港报纸其中的两份，
杨奇同他们的负责人都是
老朋友。7 月 24 日，他请《星
岛日报》的总编辑周鼎、《华
侨日报》的总主笔李志文到
利园酒店喝下午茶。

杨奇开门见山说：“明
天，《文汇报》《大公报》都会
刊出廖公写给蒋经国先生
的公开信。但是，台湾同胞
无法及时读到，希望能够借
助贵报让它进入台湾。”他
们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星岛日报》全

文刊载，而且处理得十分巧
妙，把这封公开信与台湾国
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运
璿的谈话放在一起，合成双
头条，大标题是《国共昨互
促统一双方仍各言其志》。

《华侨日报》也在第三版刊
登了这封公开信。

这样一来，两报竟然都
顺利通过了台湾国民党当
局的新闻检查关，往岛内各
地发行。直到当天下午，台
湾“情治部门”再想追回当
天的这两份报纸，也只找到
了一部分。其余顺利发行
的报纸，让台湾民众听到了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这
一声春雷。

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
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
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
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
续了数十年的隔绝状态终
于被一步步打破了。

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
是这样“入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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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1922年杨奇出生在广东中山沙溪镇申明亭乡。
1941年，19岁的杨奇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因环境所迫，没能悬挂一面

党旗；到了1949年10月1日，他终于组织《华商报》员工，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杨奇接受过的全日制教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通过艰苦自学和实践中的
磨炼，成长为亲手创办过五份报纸、主持过七份报纸的粤港著名报人。

他一生三度在香港工作：第一次离开，是1941年4月被港英当局通缉，受党委
派奔赴东江游击区办《新百姓报》；第二次离开，是1949年10月率领《华商报》同仁
一夜撤离，回到广州，加入创办《南方日报》，进而创办《羊城晚报》；第三次离开，
杨奇则是完成了逾半个世纪的报人职业生涯，1992年8月卸任香港《大公报》社长
荣休。

这位已近百岁高龄的传奇报人，如今在羊城的朴素居室中颐养天年，仍不时
翻阅报章，心怀天下。在他身上，共产党人的勇毅坚贞与报人的敏锐和担当互为
表里；他的业绩与阅历，亦可作为粤港新闻史乃至华南革命史的生动篇章，传扬
后世。

一位穿梭粤港
冒险犯难的
传奇报人

杨
奇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
签署了投降书。中央指示东江
纵队迅速派人到广州、香港，占
领宣传阵地，创办报刊。于是东
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到香港，负
责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同
时从《前进报》抽调杨奇等六人
赴港，尽快创办一张四开小报，
以便在《华商报》复刊之前及时
传播我党的政治主张。

通过超常规的辛勤工作，这
张由杨奇亲手催生的《正报》于
当年11月13日就面世了。作为
社长兼总编辑的杨奇，在创刊号
上亲自编写了《国民党将领高树
勋率部起义》的特稿，报道高将
军率部一万余人在邯郸起义这
一轰动中外的新闻，冲破国民党
的新闻封锁，令人振奋。

二战结束后，港英当局取
消了新闻审查制度，而且默认
中共在港开展半公开的活动。
《华商报》在这样的环境下复
刊，在我党宣传日益受迫于国
民党统治区严酷的文化钳制
时，建立了一个极佳的海外舞
台。《华商报》旗帜鲜明地主张

“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影响力
从香港辐射至中国广阔的内
地，也飞洋越海到了欧、美、东
南亚。这样一张报纸，国民党
当局自然会视为眼中钉。因
此，当 1947 年 8月杨奇被调到
《华商报》担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时，面临着报纸在经济和发

行方面的巨大生存压力。
杨奇以往主要从事报纸

编务工作，到《华商报》之后，
则必须从经营管理方面重新
学习和实践。他一方面配合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
发出的“救报运动”倡议，接受
来自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广大
读者的捐助，同时也依靠中共
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持续扩大
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工作，使出
了一系列“绝招”。

比如，他请铁路工人将当
天出版的《华商报》带上九龙开
往广州的火车，当车途经广州
郊区石牌时，中山大学的学生
地下党员已在铁道边等候。到
了约定地点，工人将报纸包裹
从车厢抛落轨道外，地下党员
便迅速捡起来，分发到广州各
间大学去。

使“绝招”促《华商报》发声

不久，香港地下党通知杨
奇立即离港，到东江游击区去
办报。从此进入到更艰苦、也
更面临生死考验的环境中，他
最兴奋的，却是能够全身心展
开真正的报人生涯。

更没想到的是，作为游击
队《新百姓报》的新编辑，杨奇
还参与到接待 1942 年从沦陷
为日本占领区的香港营救出来
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件大事中。
经中共南方局统一部署，从
1942 年 1 月至 2 月末，包括何
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
在内的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
英，在香港地下党的周密安排
下，由交通员引路，先是从香港
越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到达九
龙，然后徒步向新界大帽山进
发，沿着崎岖山路，抵达宝安敌
后游击区，全部脱离虎口。那
时，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力量虽
还很薄弱，时刻处于日本侵略
军、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夹击
之中，但却为这些民族文化精
英撑起了一方平安。

1942年1月20日，茅盾和邹
韬奋等先生参观了白石龙山谷
中的《新百姓》报社。韬奋先生
赞叹说：“在密林深山中，用油印
机出版报纸，真不简单！”当时，
广东抗日游击队正要将《新百姓
报》易名为《东江民报》，于是大
家便现场请邹韬奋题写了报名，
茅盾也潇洒地为该报副刊《民
声》题名。杨奇就在左右研墨铺
纸，这段记忆令他永难忘怀。

在《东江民报》的基础上，作
为东江纵队机关报的《前进报》
在1942年3月29日创刊。年方
20岁的杨奇，接受党组织的委
派，第一次成为了一家报社的社
长。报社没有固定地址，杨奇经
常和同伴们背着沉重的出版工
具四处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
军毡当帐篷，把藤篮作书桌，坚

持写稿、刻蜡纸、油印出版。
由于日军不断进犯东江游

击区，蒋介石也派187师围剿，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抗日
游击队经常转移。有一次，日
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面夹
击，企图把抗日游击队压至海边
消灭。战斗最激烈的那一天，
《前进报》人员竟只能乘艇出海，
在小艇上写稿、编版，晚上才返
回附近村庄誊写蜡纸和油印！

出生入死是杨奇这一段办
报经历的真实写照。1943 年
夏，按上级命令，《前进报》社址
迁到敌占区东莞厚街镇一间古
老大屋内。这条巷子的另一
边，隔着一堵高墙，便是伪军驻
地，他们的粗言秽语不时传来，
泼水吵闹之声相闻。

敌后办报，最大困难还是缺
纸。杨奇又费尽思量去省城等
地购买玉扣纸，对外说是要加工
成卷烟纸批发到四乡零售。左
邻右舍明明看见一批批玉扣纸
被挑进厚街，不多久就有加工切
好的“卷烟纸”运出去，也都不以
为意。而高墙另一边的伪军更
不会想到：运回来的玉扣纸，出
门时已被制成颗颗“纸弹”般的
《前进报》，带着党中央和游击队
的光焰，一一射向敌人。

游击区办报出生入死

重庆《新华日报》在 1947
年 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
后，香港《华商报》已是解放区
以外唯一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
声音的报纸。在解放战争期
间，对于蒋管区人民如火如荼
的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斗
争，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进
攻的胜利，中共诚邀民主党派
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等重大新
闻，《华商报》上都做了翔实的
记载。几乎可以说，《华商报》
是一部记录解放战争全过程的

“史书”。因此，在人们心目中，
它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也是通
向中国共产党、通向解放区的
一座桥梁。

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到

《华商报》来，并由报社转送到
内地解放区参加革命。国民党
的军政人员也一个一个地设法
通过《华商报》与中共接触，洽
谈军事起义、经济起义的计
划。这是《华商报》在版面宣传
报道之外，所承担的另一重历
史使命。也正是在这里，杨奇
延续着昔日在东江游击区的际
遇，又亲身投入到护送著名民
主人士北上参加新中国政治协
商会议的重大行动中。特别是
在 1948 年 12 月掩护李济深先
生乘船离港的过程中，就是他
乔装打扮，从港英特工层层监
视的宴会上，“接”走了这位“重
要的客人”。

1949年9月末，全国政协通

过共同纲领、国歌及国旗。国旗
面积大小及五星的位置等都有
详细规定，《华商报》刊登了这一
鼓舞人心的消息。杨奇提议：

“我们报社应该立即挂新国旗！”
这得到该报领导班子一致赞同，
遂派人到电车路横巷内一家缝
纫店去订货，按尺寸大小制了一
面标准的五星红旗。

1949 年 10月 1日，当毛泽
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了！”远隔千里之外的
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
社的天台上，全体人员也齐集
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
式。这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羊城晚报：从在东江游击
区办《前进报》，到香港办《正
报》《华商报》，解放之初在广
州创办《南方日报》《羊城晚
报》，“ 文 革 ”后 期 办《肇 庆
报》，在香港过渡时期又主持

《大公报》……像您这样一生
奔 波 粤 港 ，在 战 争 与 和 平 年
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
制下皆有过办报经历的老党
员，可以说十分罕有！

杨 奇：不不，现在办报就
好像“现代化+信息化”的军
队作战一样，而我已经是“小
米加步枪”时的退役老兵了。
就像一只在粤港两地飞来飞
去的雁鸟，充其量只是留下一
些指爪痕迹而已。不过，我衷
心感谢培育我走上传媒事业
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当时我
只是香港军事评论报《天文
台》的校对员，是听着学院刘
思慕、乔冠华、恽逸群等名师
的授课，阅读着从邹韬奋开办
的生活书店中购买到的进步
书籍（如 艾 思 奇 的《大 众 哲
学》），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羊城晚报：您曾经多次接
触到中国现代一批进步知识
分子、文化人。在中国新闻学
院求学时是一次，在东江游击
队 接 待 邹 韬 奋 、茅 盾 等 是 一
次，再后来在香港参与安排民
主人士北上又是一次，在香港
与夏衍、廖沫沙等人同在《华
商报》工作也是一次。他们对
您的影响大吗？

杨 奇：他们都是报业前
辈，又是文化精英。著名国际
问题专家刘思慕先生，先是我
的老师，后来又是《华商报》总
编辑。夏衍先生在 1947 年 9
月到1949年4月这一段时间，
也几乎每晚都到《华商报》来，
接触比较多。他们广博的知识

修养以及对人民大众的爱心，
都给我很大影响，而且让我痛
感自己水平不高，促使我要不
断学习、不断提高。所以从读
新闻学院那时起，我就养成了

“人家睡觉我读书”的习惯，可
以说是艰苦自学，一直保持。

羊城晚报：请您谈谈从邹
韬奋先生那里受到的影响？

杨 奇：我初次见到韬奋
先生是在东江游击区的时候，
日本法西斯占领香港后，他被
营救出来，在 1942 年 1 月 11
日到游击区。与他同期在游
击区茅寮中等待到大后方去
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还有茅盾、
宋之的、胡绳等几百人。我那
时候在《东江民报》（《前进报》
的前身）工作，负责接待这批

“第一流的文化人”，觉得机会
难得，十分荣幸。

邹韬奋没有什么架子，
他把烤番薯当做最好的午
点，仅能吃到红片糖也被他
戏称为“土巧克力”。部队首
长派了“小鬼”替他洗衣服，
但韬奋先生总是自己动手
洗，说让“小鬼”有更多时间
学文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
的新闻“小字辈”，韬奋先生
也总是耐心指教。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他离开之前曾在小溪边
和我作过一次个别谈话。他
说自己工作的最大愿望就是
办好一份报纸，并且鼓励我也
把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
事业，还劝我在战争结束后尽
可能多跑一些地方，增广见
闻。当时，我真想向他发誓：

“我一定要在党的新闻工作岗
位上干到老！”但由于内心激
动，还是没说出口。但这次谈
话对我一生执着于办报起到
了很大作用。

党龄八十载 执掌七大报
升起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

此时，作为代总编辑的杨
奇已收到党组织的指令：鉴于
南下大军中的新闻干部很少，
一待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
停办，全体干部职工赶赴广
州，参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
关 报《南 方 日 报》的 创 办 工
作。杨奇再一次发挥了他在
特殊环境下既大胆又缜密的
组织才能，短短时间内，在维
持日常出版的同时，完成了组
织员工转移回粤、秘密筹备停
报等诸多事宜。

10月 13日，南下大军已进
至广州近郊，全城解放指日可
待了。杨奇通知上夜班的同
事，把随身的行李包带回报社，
以便 15 日早上轻装出发。14
日下午，他亲笔写下了这篇《华
商报》的休刊辞：

“别了，亲爱的读者！新
生的祖国在召唤，我们必须
回去；时代的号角在催促，我
们必须前进！就是由于这个
原故 ，本报停刊了 ！ …… 让
我们在伟大的祖国土地上相
见吧，让我们在解放后的广
州 以 新 的 面 目 与 大 家 相 见
吧！”

等到1949年 10月 15日早
上这最后一份《华商报》出街，

港英当局政治部才从办公室
例送的报纸上看到消息。此
时，小小的报社已经人去楼
空，60多名采编等工作人员此
后陆续绕道东江解放区，回到
解放后的祖国南大门——广
州。

虽然《华商报》复刊后只
出版了不到四年，但在中国
新闻史上，它却首次实践了
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创办社会
主义报纸的独特道路。这段
经历，在杨奇的思考中不断
发酵，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再
度重返香港办报和开展统战
工作的阶段，并上升到在“一
国两制”条件下如何办报的
理论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杨奇作为
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创办《南
方日报》《羊城晚报》和早期
主政的经历，已随着这两张报
纸的名扬天下而被载入中国
新闻史。十年浩劫之后，他
1978 年再赴香港，任新华社
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后担任分
社秘书长），主管六家中资报
纸，继而出任香港《大公报》
社长，为香港回归前关键过渡
时期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重
要贡献。

亲手催生《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

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延
伸

香港《华商报》对民主人士
联 名 通 电 响 应 中 共“ 五 一 口
号”的报道 （资料图片）

《南方日报》1949 年 10 月
23 日创刊号 （资料图片）

青年杨奇在中国新闻
学院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曾
设在广东罗浮山上朝元洞的道观内，
年轻的杨奇社长正从里面走出

《羊城晚报》1957 年 10 月
1 日创刊号 （资料图片）

1949 年 10 月 1 日，杨奇应邀在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致辞，主张一定要悬挂新
国旗——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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